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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调节同级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政策工具，在矫正财政失衡方面有

突出优势。本文基于 2003—2019 年西部地区地级城市数据，在对纵向财政失衡和横向财政失衡进行测度的基础

上，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矫正财政失衡的有效性。研究发现：对口支援横向转移

支付显著降低了纵向财政失衡；经济欠发达地区在接受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后人均财力水平有所提高，横向财

政失衡程度有所缓解。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与经济欠发达地区相

比，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政策效应更强。本文不仅为研究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的功能

增加了新证据，也为推动构建中国式横向转移支付制度提供了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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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确保政府间财政分配平衡是我国公共财政制度建设的基本目标之一，然而，在财政分权体制

下，财政失衡现象存在于各级政府之间。过度的财政失衡会扭曲资源配置，造成辖区居民福利受

损。矫正财政失衡是激励地方政府有效履职、促进财政横向公平的必要路径，而转移支付是缓解

财政失衡的重要手段。在我国，除了中央对地方的纵向转移支付之外，还存在应用广泛、形式多

样的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1］。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在克服区域非均衡发展难题和消除突发

性资源供需失衡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2］，是纵向转移支付的有益补充。然而，由于对

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在资金规模以及实施规范性方面均比不上纵向转移支付，多数学者对纵向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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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支付的改革和完善给予较多的关注，而聚焦于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的研究却滞后于实践的发

展。事实上，合理运用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这一政策工具，不仅有助于弥补受援地政府履行支

出责任的财力缺口，削弱央地间权责划分不匹配导致的纵向财政失衡，还可以扶持落后地区经济

发展，抑制政府间财政收入能力的两极分化，从而推动构建国家财政均衡体系［3］。基于此，本

文着重探究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能否矫正财政失衡，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是“援助之手”还

是“激励陷阱”，这不仅关系到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在新一轮财政体制改革中如何有效架起地

方政府间财力均衡的桥梁，也可以为构建激励兼容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提供理论依据。

学术界关于转移支付与财政失衡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纵向转移支付与财政失衡的关系。①

早期的财政分权理论认为，中央政府采用转移支付手段可以弥补地方财政收支缺口，强化对地方

的宏观调控［4-5］。后续研究从实际出发，就转移支付能否降低纵向财政失衡、缩小横向财力差异

开展分析，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Dabla［6］分析了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演变历程，认为转移支

付对省际政府间财政失衡的矫正作用有限。储德银和迟淑娴［7］通过实证检验发现，我国转移支

付总体上助推了纵向财政失衡，但从转移支付内部结构上讲影响不同。刘溶沧和焦国华［8］考察

了我国转移支付的财政均衡效应，发现转移支付在降低中央与地方之间纵向财政失衡方面具有积

极影响，而对于实现横向财政平衡则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财政失衡源于辖区内财政能力的差

异［9-10］，我国地区间人均自有财力差异较大，转移支付使得财政资金分配时向财力较弱的地区倾

斜，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横向财政失衡，具有财力均等化效应［11-12］。
关于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功能的研究基本限于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效果评估，而

有关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对财政失衡影响的成果则不多，已有文献主要从理论层面进行了阐

述，形成了以下两种观点：一部分学者认为，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可以降低财政失衡。对口支

援横向转移支付是由中央政府指导地方政府之间进行财政资金的平级调拨，属于既定财政体制下

的特殊政策安排，具有横向财政均衡效应［13-15］。王恩奉［16］则指出，我国纵向转移支付仅在调节

中央与地方纵向财政关系上发挥作用，建立横向转移支付制度是缩小地区间财力差距的现实要

求。王磊和黄云生［17］进一步强调，中央财力毕竟有限且要满足众多领域的支出需求，难以完全

兼顾各地的发展需要，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是对欠发达地区建设的重要补充，有利于缩小区域

间发展差距。另一部分学者则持相反的观点，认为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是将纵向财政关系扭曲

为横向财政关系，将原本属于中央的支出责任转移给地方，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财政职能配置

错位的一种表现［18］。王玮［19］基于德国财政平衡体制的比较分析，从我国对口支援政策本身与运

行结果出发，发现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存在科学性不足、规范性欠缺和多头管理等弊端，在矫

正横向财政失衡时效果不佳，因而认为我国尚不具备基于对口支援建立横向转移支付制度的现实

条件。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对于纵向转移支付影响财政失衡的问题，学者们无论从理论层面

还是实证层面都给予了充分的研究。而从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的功能出发，探讨其对财政失衡

影响的成果较为缺乏，已有研究也仅从理论层面进行了定性讨论，缺乏实证分析。

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丰富和拓展了对口支援横向

转移支付的相关研究，通过梳理我国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演进逻辑，揭示对

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在不同时期与财政体制的契合性，并总结各阶段的特征事实。第二，从理论

层面系统地诠释了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对财政失衡的影响机理，从而为后续研究提供一个研究

框架。第三，不同于现有文献大多从纵向或横向单一维度入手探究财政失衡问题，本文将纵向财

政失衡和横向财政失衡纳入同一个框架，通过准自然实验法实证检验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矫正

财政失衡的有效性。

① 广义的转移支付既包括纵向转移支付也包括横向转移支付，财政学界研究的转移支付通常是指中央对地方的自上而下的纵
向转移支付，本文表述为纵向转移支付是为与横向转移支付作出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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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度背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制度背景

新中国成立至今，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已有近七十年的发展历程。以关键节点为划分依

据，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经历了萌芽、初步确立、蓬勃发展和改进完善四个阶段，不同时期的

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通过不同的举措服务于当时的政策目标。

萌芽阶段（1949—1978年）。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国内外环境，中央提出在全国适当布局

工业生产，动员上海、天津等东部省份支援新疆、内蒙古、陕西等内陆省份的工业建设，形成了

对口支援的雏形。此时正值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统收统支”财政管理体制，地

方财政收入统一上缴中央，而财政支出必须经由中央审核后逐级拨付。沿海支援内地尽管表现为

省份与省份之间的横向支援，实质上依托的财政资金由中央统筹，地方不具备直接负担财政支出

的能力，以支援地干部、工人、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人才跨区域流动是横向支援的主要内容。这一

时期，对口支援还不具备横向转移支付性质，但已表现出横向转移支付形式，与计划经济体制相

匹配的非公共性财政运行格局限制了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的实施领域，使得其在职能发挥上缺

乏财政的公共性，并未形成明确的、稳定的国家政策。

初步确立阶段（1979—1992年）。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比较分权的财政包干制被应

用到财政体制改革中，财政分权让利的结果便是地方政府可支配财力远远大于中央政府，削弱了

中央财政宏观调控能力。而受自然环境和经济发展滞后等因素制约，我国相当一部分边疆民族地

区社会发育程度低、贫困面大，推动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任务十分迫切。在此背景下，中央将一

部分扶持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任务发包给经济发达省份。1979年，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

在全国边防工作会议上首次正式提出，要组织内地发达省份对口支援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

对口支援被确立为一项国家政策。不论是项目建设所需财政资金的直接横向转移支付，还是教

育、医疗等专业技术人才跨区域交流与培养所需支出的间接横向转移支付［20］，实质上都是财政

资金由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的横向配置。此后，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参与主体范围不断扩

大，支援地从东部沿海省份演变为沿海与内地省份共同参与，财政资金投入从基础设施建设拓展

到医疗卫生、文教科技等方面。

蓬勃发展阶段（1993—2012年）。1994年，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建立与之相适

应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地方政府间具有相对独立的财政关系，同一层级地方政府间在财力水平、

支出规模以及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公共财政拓展了对

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的适用空间，为促进横向公平，中央启用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的频率逐渐

加大。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参与主体范围进一步扩大，东部、中部和西部各地区的省份都承担

不同类型的对口支援任务。这一时期，不仅有省际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还延伸出省域内地方

政府之间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例如，江苏、浙江、广东和福建等东部沿海省份探索建立省内

横向财政平衡机制。此外，中央逐步明确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资金投入规模与增长办法，使财

政扶持力度稳步提升。①

改进完善阶段（2013年至今）。步入新发展阶段，与国家治理现代化需求相匹配的现代财政

制度深化了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的应用场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在解决这一矛盾的过程

中不断完善。支援地政府财政援助力度持续加大，为贫困地区发展注入了大量财政资金。《中国

① 2010年，中央确定对口援疆中各支援地政府财政资金投入规模与增长办法为：参照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扣除部分有专
门用途的收入项目）的 0.3%—0.6%测算，上年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增长率高于 8%，当年对口支援资金量按 8%递增；低
于8%，按照实际增长率递增；负增长时，除发生特大自然灾害以外，按上年对口支援资金量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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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开发年鉴 2020》数据显示，2013—2020年，参与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的东部省份为西部

地区投入财政资金 8 050 800万元。在此期间，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印发《东西部扶贫协作

考核办法（试行）》，以目标和结果为导向，中央对结对双方协作成效开展考核，初步构建了对

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的执行—评价—反馈机制。鉴于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在本地区具有的适应

性和协调性优势，湖北、四川、河南、湖南和安徽等省份陆续加入省内对口支援行列，基于本辖

区内地方政府间财力水平与发展需求建立起不同的横向财政平衡机制，如表1所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根据财政联邦主义的观点，通过财政分权由中央政府和分散化的地方政府分工提供差异化公

共产品具有明显优势［21］。但在一国的财力分配格局中，出于收入分配、经济稳定和资源配置等

宏观因素考虑，中央政府往往集中了大部分财政收入，地方政府面临相对匮乏的自有财力和广泛

的支出需求并存的格局，而中央政府拥有较充裕的自有财力和相对较少的支出需求，引发了不同

级政府间纵向财政失衡。与此同时，中央要求各地方政府提供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但各地

方政府所辖区域在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程度上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差别在财政

上便体现为部分地方政府财政充实而部分地方政府财政拮据，产生同一级政府间横向财政失

衡［22］。因此，在客观上促使中央政府基于自身权威从更高层次予以调节，通过纵向转移支付或

横向转移支付补偿财政能力相对不足的地方，使得贫困落后地区拥有比过去相对充裕的财力，从

而履行其提供公共服务的支出责任，推动地方政府间财力均等化，实现居民福祉的横向公平。因

此，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会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作用于财政失衡。

⒈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对纵向财政失衡的影响

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会从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两个方面对纵向财政失衡产生影响。已有研

究表明，纵向财政失衡的变化主要源于财政收入的调整［23］。在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实施的过

程中，支援地政府的财政资金援助不仅会直接增加受援地政府的财政收入，而且具有财政激励功

能［24］，会从更深层次带动受援地经济增长［25］，进而增强当地政府财政收入能力。经济欠发达地

区受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等因素的制约，长期以来不仅交通、通信和农林水利等硬件基础设施建

设滞后，而且支撑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本着“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援助思想，支援

地政府不单是帮助受援地政府兴建民生工程和基础设施等“看得见”的项目，也引导技术、知

识、管理和发展理念等“看不见”的生产要素跨区域配置，发挥了经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辐射

带动作用和溢出效应，逐步提升经济欠发达地区自我发展能力，避免受援地区陷入贫穷的恶性循

环［26］。随着实践的逐步深入，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除了依赖支援地政府的无偿援助，还通过

市场化运作促进资金、人才和技术等要素有序转移，吸引更多的项目、投资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落

表1　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的历史演进

时 间

1949—1978年
（萌芽阶段）

1979—1992年
（初步确立阶段）

1993—2012年
（蓬勃发展阶段）

2013年至今
（改进完善阶段）

财政体制背景

计划经济时期，财政资金“统
收统支”，需要恢复国民经济

改革开放早期，财政分级包
干，边疆民族地区发展落后

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实行分税
制财政制度，地区间差距较大

新发展阶段，财政是国家治理
基础和重要支柱，地区间发展
不平衡不充分成为主要矛盾

政策目标

在各地适当布局工业生产，
加快社会主义改造

开发扶持偏远民族地区经济，
巩固边防

促进老少边穷特殊地区发展，
缩小地区间差距

消除绝对贫困，
推进区域均衡协调发展

主要举措

沿海支援内地

内地相对发达省份对口支援
边疆民族地区

全国对口援藏、援疆，
东西部扶贫协作

加强东西部协作，
对口支援三省藏区、振兴东北

注：资料为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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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由早期的物资支援和财政资金转移支付逐步转型到兼顾“硬件+软
件”的对口帮扶，从而实现受援地由接受外来输血式救济到自我造血式发展的转变［27］。产业结

构升级、技术进步和创新将推动受援地经济增长［25］，增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财政汲取能力。

与此同时，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会规范受援地政府财政支出行为。“项目制”是对口支援

横向转移支付落实的基本载体，遵循“项目根据资金定，资金跟随项目走”的原则，其直接目的

是硬化预算约束，从而规避财政资金配置的随机行为［28］。按照中央政府制定对口支援政策的目

标和要求，支援地政府限制了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资金用途。财政援助资金需投入到改善受援

地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当地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扶持农业农村发展等项目，重点向基层、民

生倾斜。不得用于与民生无关的项目，如行政支出、弥补预算支出缺口和偿还债务、城市基础设

施建设等。①因此，与纵向转移支付引致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扩张的理论逻辑不同，即便额外的财

政援助资金也很难成为受援地自主安排的收入来源，受援地政府财政支出扩张的能力与意愿不

足，因而能够克服纵向转移支付导致的预算软约束问题。此外，以支出结果为导向的对口支援横

向转移支付通过构建中央与结对双方、支援地与受援地相结合的绩效考核机制，将对口支援横向

转移支付资金投入与成效有机衔接，②保障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沿着制度设计的预期轨道运

转［29］。可见，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能够打破纵向转移支付的逆向激励桎梏，成为受援地发展

的“援助之手”，从而降低纵向财政失衡。基于以上分析，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假设1：：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能够降低纵向财政失衡。

⒉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对横向财政失衡的影响

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不仅能对纵向财政失衡产生影响，还能直接作用于横向财政失衡，主

要体现为调节同级政府间财政收入和促进结对双方互利合作两个方面。税收是地方政府主要的财

政收入来源，而我国税收体系的生产性特征使得税收贡献地与税收归属地之间相互背离，税收收

入进一步向产业集聚地区转移，不利于政府间横向财力均衡。而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是由上级

政府主要是中央政府主导，经济发达地区给予边疆民族地区、欠发达地区、特殊困难地区的政

治、经济、文教科卫等支持。本质上是对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再分配，具有非趋利性和指向性特

征，有助于矫正原有税收体系下的财力分布格局。“对口”是资源流动的方向，“支援”是财政资

金以及以财政资金为载体的物质、技术、人才等要素汇集和转移的过程，既体现了“地方服从中

央、下级服从上级”的纵向层级关系，也体现了结对双方横向伙伴关系［30］。与此相对应，对口

支援横向转移支付，一方面，包含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政策执行义务；另一方面，包含支援地

政府对受援地政府的支援义务，从而实现财政援助资金无偿地由支援地向受援地转移。此外，对

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具有明显的指向性，例如，东部沿海省份对口西部偏远地区的省级层面定向

帮扶、省域内发达地区对口欠发达地区的市级、县级层面定向帮扶，财政援助资金向贫困落后地

区精准倾斜，调整了同级地方政府间财政收入格局。

需要指出的是，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并非“劫富济贫”，更不是“平均主义”。尽管中央要

求支援地给予受援地财政支持，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是违背市场经济规则的

“拉郎配”行为［31］，结对双方不仅有单向援助关系，还存在优势互补、互惠共赢的双向经济合作

关系。在资源匹配方面，西部地区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而东部地区具有资

金、技术和管理等比较优势。中央鼓励结对双方开展不同形式的互利合作，以经济发达地区的资

金、技术和人才等优势盘活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土地和自然资源等要素，将受援地的自我优势转化

① 参与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的地方政府制定了管理办法，如《上海援滇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云财农〔2022〕282号），《粤黔东
西部协作资金管理办法》（黔乡振发〔2021〕2号）等，对资金使用范围、项目管理、资金拨付和资金监管作出了详细规定。

② 例如，2017年，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印发的《东西部扶贫协作考核办法（试行）》（国开发〔2017〕6号）中指出，要对支援
地财政资金投入增长情况以及受援地财政资金整合、管理和使用效益进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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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当地经济持续发展的有益支撑［32］。例如，支援地政府通过设立“飞地产业园区”和招商

引资等方式吸引当地企业入驻受援地，实现结对双方互利共赢，进而促进区域协同均衡发展。作

为打破空间壁垒，实现资源地理空间转移、重新配置的创新实践，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突破了

行政区划的束缚，提高了地方政府跨区域协同发展的积极性。在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实施过程

中，支援地与受援地之间并不存在“为经济增长而相互竞争的”的财政竞争关系。此外，支援地

政府之间可能存在关乎帮扶效果的竞争关系，中央对支援地帮扶绩效的考核与评价会促使支援地

政府积极扶持受援地发展，以求帮扶效果走在全国前列，从而调节同级政府间的竞争与协作关

系［33］，矫正横向财政失衡。基于以上分析，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假设2：：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能够矫正横向财政失衡。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初始样本为 2003—2020年西部地区所有地级城市，以除新疆之外的其他西部地区地

级城市作为新疆的对照组。原因在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长期存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

区发展差距较大，不同地区的城市样本并不具有良好的对照性。鉴于 2010年开始实施的“对口

援疆”是全国东部和中部 19省份对新疆的支援，因而在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政策效果的评估

中，本文将研究样本限定在西部地区既可以缓解政策内生性，也可以保证样本的相似性。

对于初始样本，做如下处理：（1）由于 2008年四川发生汶川地震，2010年青海发生玉树地

震，中央针对受灾区颁布实施了期限不同的对口支援政策，该部分城市在考察期内前后政策环境

发生变化，因此，剔除四川和青海所辖城市。（2）重庆是直辖市，行政管理体制特殊，不存在地

级市，因此，不在研究范围。（3）考虑到西藏以及个别地级城市数据缺失严重，本文的样本中不

包含西藏以及数据缺失严重的其他城市。（4）由于乌鲁木齐是省会城市，克拉玛依是石油能源城

市，中央未将其列入对口援疆政策实施范围，故剔除乌鲁木齐、克拉玛依等省会城市和能源城

市，以增强样本内各城市之间的可比性。（5）为规避 2020年新冠疫情造成的突发性冲击，剔除

2020年的数据，最终得到西部地区 82个地级城市 2003—2019年的 1 394个面板数据。因此，在

本文的研究中，有效的实验组样本包含：吐鲁番、哈密、巴音郭楞、博尔塔拉、昌吉、克孜勒

苏、伊犁、和田、喀什、阿克苏、阿勒泰和塔城。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

经济统计年鉴》、各省市统计年鉴及统计公报。

（二）变量选取与说明

⒈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纵向财政失衡和横向财政失衡。（1）纵向财政失衡（VFI），本文借鉴

Eyraud和Lusinyan［34］与储德银等［35］的做法，用财政分权与财政自给缺口率测算。具体计算公式

为：1-财政收入分权/财政支出分权× （1-地方财政自给缺口率）。（2）横向财政失衡（HFI），参

考储德银等［35］的做法，构建以人均财政收入为基础的修正加权变异系数衡量横向财政失衡，具

体测算公式为：CVwi = ∑j (yi - yj )2 (pi + pj )/2p / yw
-
，其中 yi和 yj分别表示第 i市和第 j市人均实际财政

收入，yw
-
表示全国各市人均实际财政收入的加权平均值，pi和 pj分别表示第 i市和第 j市的总人口

数，p表示全国总人口数。加权变异系数越大，表示该地区相较于其他地区人均财力水平越高，

即横向财政失衡程度向上偏离；反之，横向财政失衡程度向下偏离。需要说明的是，横向财政失

衡是客观存在的，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的目标也并非是各地财力的完全相等。实际上，与其他

地区进行横向对比时，某地区的财力水平总是偏高或偏低。因此，若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的实

施使得经济欠发达地区相较于其他地区财力水平变高，意味着横向财政失衡得到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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⒉解释变量

本文的解释变量为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Htp）。将接受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的城市赋值

为 1，其他城市赋值为 0。由于本文样本期是 2003—2019年，当样本年度为 2010年之后时取 1，
否则取0。

⒊控制变量

为了尽可能地不遗漏可能影响财政失衡的其他因素，本文选取了如下控制变量：（1）纵向转

移支付（Vtp），本文借鉴吕冰洋等［36］与向钰和赵静梅［37］的做法，用自有财力指标即财政收入

与财政支出的比近似衡量。（2）税收努力（Effort），用实际税收收入与理论税收收入的比计算。

（3）经济发展水平（Econ），用地区实际人均GDP的自然对数衡量，利用GDP平减指数对各城市

的人均GDP进行相应平减，再计算出各城市的实际人均GDP，对其取自然对数。（4）人口密度

（Den），用该城市总人口除该城市面积计算。（5）产业结构（Ind），用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占GDP
比重度量。（6）固定资产投资水平（Fix），用实际固定资产投资额的自然对数来测度。

（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2所示。从表 2可以看出，纵向财政失衡的均值为 0. 763，纵向

财政失衡的最大值是最小值的 2. 5倍，说明纵向财政失衡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

横向财政失衡的均值为 1. 542，其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 2. 884和 0. 913，极差为 1. 971，说明横

向财政失衡数值分布比纵向财政失衡更为离散，数值波动范围更大。其余变量取值均处于正常范

围，满足计量检验的基本要求。

（四）模型设定

本文旨在探究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对财政失衡的影响。由于 2010年开始实施的全国对口

援疆政策是良好的准自然实验，因此，本文选取对口援疆作为典型样本，借助双重差分模型评估

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的政策效应。①基本思路为：将新疆实际获得支援的城市作为实验组，综

合考虑经济发展水平、自然资源、人口规模和地理位置等因素，以西部其他省份所辖城市作为对

照组。因此，以对口援疆政策出台时间2010年为界区分政策前后时期，设定如下模型：
VFIit = β0 + β1Htpit + λXit + ut + αi + εit （1）

①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2010年以后，我国经历了几次重要的财税改革，这对纵向财政失衡或横向财政失衡产生了直接影响。
例如，2010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新疆原油天然气资源税改革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以新疆为试点地
区，对原油和天然气实行从价计征。同年 12月，中央将试点范围扩大到西部 12省份，全面实施原油、天然气的从价计征
改革。油气资源税改革可以增加西部资源丰富地区的财政收入，在一定程度上调节区域间的收入差距。2012年，我国分区
域、分阶段、分行业推行“营改增”，东部地区率先在部分行业试点；2013年开始向全国推广，西部地区各省份同步实行

“营改增”；2016年，为进一步理顺“营改增”后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关系，所有行业的增值税收入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进
行“五五分成”。笔者注意到，虽然这些改革会影响财政失衡，但本文的研究样本已限定在西部地区，考察期内实验组与对
照组同时间执行相关政策，满足双重差分模型政策环境一致性的要求。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类 型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控制变量

变 量

纵向财政失衡

横向财政失衡

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

纵向转移支付

税收努力

经济发展水平

人口密度

产业结构

固定资产投资水平

符 号

VFI
HFI
Htp
Vtp

Effort
Econ
Den
Ind
Fix

观测值

1 394
1 394
1 394
1 394
1 394
1 394
1 394
1 394
1 394

均 值

0. 763
1. 542
0. 089
0. 696
0. 998
9. 561
4. 699
0. 363
4. 496

标准差

0. 071
0. 352
0. 285
0. 155
0. 062
0. 786
1. 367
0. 089
0. 859

最小值

0. 403
0. 913

0
0. 053
0. 623
7. 572
0. 871
0. 092
1. 310

最大值

0. 992
2. 884

1
0. 947
1. 962

11. 774
6. 781
0. 696
6. 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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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FIit = β0 + β2Htpit + λXit + ut + αi + εit （2）
其中，VFIit 和 HFIit 分别表示纵向财政失衡和横向财政失衡，i和 t分别表示第 i市和第 t年，

Htpit 为 t时期 i个体是否接受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的双重差分项，系数β1 和β2 表示政策处理效

应，Xit表示一组控制变量，ut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αi表示个体固定效应，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系

数β1和β2的估计值是本文关注的重点，二者反映了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对财政失衡的净影响。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若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降低了纵向财政失衡，那么β1 的系数应显著为

负；若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的实施使得受援地相较于其他地区人均财力水平变高，横向财政失

衡得到缓解，那么β2的系数应显著为正。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平行趋势检验

在使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政策效应评估时，需满足一个基本前提，即样本中实验组和对照组

在政策实施前应具有平行趋势。就本文研究的问题而言，若平行趋势假设成立，则在对口支援横

向转移支付实施之前的年份，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与财政失衡的关系在实验组（接受对口支援

横向转移支付的城市）与对照组（未接受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的城市）之间应当呈现出共同趋

势。为了更加严谨地确保本文的研究满足这一基本假设，以 2010年作为基准年份，检验对口支

援横向转移支付实施前两年至实施后4年间政策变量的系数变化。模型如下：

VFIit = β0 + βn ∑
n = -2

4 Htpi(2010 + n) + λXit + ut + αi + εit （3）

HFIit = β0 + βn ∑
n = -2

4 Htpi(2010 + n) + λXit + ut + αi + εit （4）
其中，各变量的含义上文已述。

图1a和图1b报告了政策估计系数及其95%的置信区间。由图1a和图1b可知，在实施对口支

援横向转移支付之前的年份，政策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95%置信区间包含 0），这表明实

验组和对照组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不存在显著差异。在实施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之后的年

份，政策变量的回归系数均显著（95%置信区间不包含 0），这表明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实施

以后，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变化趋势具有显著差异。以纵向财政失衡为被解释变量时，对口支援横

向转移支付的回归系数由政策实施年份前的不显著转变为显著为负；以横向财政失衡为被解释变

量时，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的回归系数由政策实施前的不显著转变为显著为正。这说明对口支

援横向转移支付会对纵向财政失衡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对横向财政失衡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因此，双重差分模型通过平行趋势检验。

图1a：对纵向财政失衡的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图1b：对横向财政失衡的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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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准回归分析

表3报告了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对纵向财政失衡和横向财政失衡的影响。表3中列（1）和

列（2）分别是以纵向财政失衡和横向财政失衡作为被解释变量时的基准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

出，当被解释变量为纵向财政失衡时，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的回归系数为负，且在 1%水平下

显著，这说明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显著降低了纵向财政失衡，假设 1得到验证。当被解释变量

为横向财政失衡时，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的回归系数为正，同样在 1%水平下显著，这说明对

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的实施使得受援地人均财力水平相较于其他地区变高，有助于缓解横向财政

失衡，假设 2得到验证，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是“援助之手”而非“激励陷阱”。从实际情况

来看，在全国对口援疆实施的十年中，以五年规划为一个阶段，2011—2015年，援疆省份投入

财政资金 607. 26亿元；2016—2020年，援疆省份投入财政资金 763. 1亿元，19个援疆省份投入

的财政资金数量相较于前期有明显提升。不同支援地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的财政资金规模与当

地财力水平正相关，东部发达省份如广东、江苏、北京、浙江等拨付的财政资金数额位居前列，

中部以及东北地区的各省份也给予了受援地不同程度的财政资金支持。①

各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符号不同，显著性各异。当纵向财政失衡作为被解释变量时，税收努

力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税收努力的程度决定了地方潜在税收收入转化为现实收入的可能性，这

表明地方政府提高税收努力是矫正纵向财政失衡的有效措施。纵向转移支付的回归系数显著为

负，这说明纵向转移支付有助于降低纵向财政失衡。由于纵向转移支付是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力

的再分配，地方政府将纵向转移支付作为自有收入的一部分，因此，纵向转移支付可以弥补地方

政府财政支出缺口，改善中央与地方之间失衡的财政收支关系。经济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为正但

并不显著。人口密度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人口密度与纵向财政失衡同方向变动，可能的

原因是，较高的人口密度对公共服务配套设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意味着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

务的财政压力变大，致使地方财政收支缺口扩大，纵向财政失衡程度加深。产业结构的回归系数

显著为负，这说明第三产业占比越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经济较为活跃，地方财政收入能力

较强，进而有助于降低纵向财政失衡。固定资产投资水平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固定资产投资水

平越高，会刺激地方经济增长，带动财政收入的增加，从而缓解纵向财政失衡。当横向财政失衡

作为被解释变量时，税收努力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地方政府增强税收努力会使得该地区

相较于其他地区人均财力水平变高，横向财政失衡程度向上偏离。纵向转移支付的回归系数为正

但不显著，这说明纵向转移支付的横向财力均等化效应尚不明确。经济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显著

为正，这表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会带动当地人均财力水平的提升，从而缩小横向财力差

距。人口密度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人口密度的增加使得地方政府相较于其他地区人均财

力水平变低，横向财政失衡程度向下偏离。产业结构和固定资产投资水平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

（三）稳健性检验

⒈反事实检验

使用双重差分法的前提条件是实验组和对照组具备可比性，即如果没有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

付的外部冲击，受援地的财政失衡程度与未受援地的财政失衡程度不会随时间变化产生显著差

异。反事实检验的基本思想是通过设定不存在的事实排除其他因素导致的冲击效应。若实验组未

接受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一些其他政策或因素也会带来当地财政失衡的变化，由于这些潜在

不可识别的因素导致的财政失衡变化与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无关，从而使得结论不可信。基于

以上考虑，本文参照史丹和李少林［38］的做法，将 2008年假设为政策开始实施的时间，进行同基

准回归一致的检验，表 3中列（3）和列（4）是反事实检验的结果。可见，将政策实施时间提前

① 根据各援疆省份政府公开数据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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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08年时，无论被解释变量是纵向财政失衡还是横向财政失衡，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的回

归系数均不显著，这说明识别的政策效应来源于真实的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而非随机产生。

意味着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的实施能够矫正财政失衡，前文的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⒉安慰剂检验

借鉴Cai等［39］的做法，通过随机抽取部分城市作为接受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的伪实验组，

并将剩余城市设定为未接受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的对照组，随后重新构建安慰剂检验中的政策

交互项。由于伪实验组是随机生成的，因此，安慰剂检验中的政策交互项应当不会对被解释变量

产生显著作用，即回归系数应分布在 0附近，且P值大于 10%。换言之，如果没有显著的遗漏变

量偏差，安慰剂检验中政策变量的回归系数不会显著偏离 0；反之，如果估计系数在统计上显著

偏离 0，则表明模型设定存在偏误。为避免其他不可观测事件对回归结果的干扰，本文重复 500
次上述过程进行回归分析。从检验结果来看，无论是以纵向财政失衡还是以横向财政失衡作为被

解释变量，回归系数的均值都接近于 0，且绝大多数P值大于 10%，回归结果并没有因为遗漏变

量出现严重偏误，这说明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对财政失衡的影响结果稳健。

⒊PSM‐DID检验

为克服实验组城市与对照组城市固有差异造成的内生干扰，本文采用 PSM‐DID方法进行再

次检验，利用临近匹配法进行估计，结果如表 3列（5）和列（6）所示。当被解释变量为纵向财

政失衡时，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的回归系数在 1%水平下显著为负；当被解释变量为横向财政

失衡时，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的回归系数在 1%水平下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再次证明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表3　回归结果

变 量

Htp
Effort
Vtp

Econ
Den
Ind
Fix

个体FE
时间FE
常数项

观测值

R2

（1）
基准回归

VFI
-0. 031***

（-2. 798）
-0. 849***

（-7. 687）
-0. 162***

（-2. 939）
0. 023

（0. 622）
0. 131***

（6. 185）
-0. 094***

（-2. 952）
-0. 129***

（-2. 893）
控制

控制

1. 348***

（5. 240）
1 394
0. 629

（2）

HFI
0. 109***

（5. 714）
0. 034***

（2. 673）
0. 119

（0. 681）
0. 799*

（1. 842）
-0. 907***

（-4. 158）
-0. 170

（-0. 532）
-0. 096

（-0. 449）
控制

控制

2. 040***

（6. 507）
1 394
0. 889

（3）
反事实检验

VFI
-0. 046

（-1. 323）
-0. 794***

（-6. 938）
-0. 151***

（-2. 806）
-0. 071***

（-2. 740）
0. 099***

（3. 950）
-0. 043***

（-3. 452）
0. 004

（0. 086）
控制

控制

1. 784***

（6. 301）
1 394
0. 600

（4）

HFI
0. 102

（0. 578）
0. 034***

（2. 682）
-0. 079

（-0. 366）
0. 785*

（1. 797）
-0. 922***

（-4. 246）
0. 106***

（5. 313）
-0. 118

（-0. 362）
控制

控制

2. 618***

（2. 790）
1 394
0. 888

（5）
PSM‐DID检验

VFI
-0. 038***

（-3. 172）
-0. 806***

（-7. 429）
-0. 140**

（-2. 422）
0. 031

（0. 834）
0. 127***

（6. 096）
-0. 105***

（-3. 043）
-0. 131***

（-2. 984）
控制

控制

1. 241***

（5. 143）
1 285
0. 626

（6）

HFI
0. 108***

（5. 120）
0. 035**

（2. 441）
0. 131

（0. 674）
0. 803*

（1. 835）
-0. 969***

（-4. 221）
-0. 283

（-0. 896）
-0. 091

（-0. 401）
控制

控制

2. 156***

（6. 918）
1 298
0. 890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t值。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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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异质性分析

尽管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能够矫正财政失衡，但接受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的城市初始经

济条件存在差异，可能因为经济发展程度不同而导致政策效应存在差别。例如，虽然同为接受对

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的城市，但受资源禀赋以及历史发展等因素的影响，新疆内部呈现出“北疆

相对强而南疆相对弱”的发展格局。北疆是新疆发展较快的地区，经济基础薄弱的南疆则发展相

对滞后，进而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对财政失衡的矫正作用可能表现出区域异质性。因此，本文

将全样本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划分为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两个子样本，分别与西部

其他城市合并，运用基准模型再次回归。表 4报告了分组后的估计结果，从中可以看出，无论是

以纵向财政失衡还是以横向财政失衡作为被解释变量，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的回归系数符号方

向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且系数均显著。值得一提的是，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政策回归系数绝对

值高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相应值，这说明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表现出更强

的政策效应。根据对口援疆结对关系，经济基础薄弱的阿克苏、喀什、和田等由北京、上海、广

东等东部发达省份对口支援，而经济状况相对较好的塔城、阿勒泰等由辽宁、吉林、河南等东北

和中部省份对口支援，虽然从支援力度和规模上讲前者都大于后者，但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并

非支援力度越大，政策效应越强。可能的原因是，由于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本身的经济基础和财力

状况优于经济欠发达地区，使得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的实施具有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实施条件，

因此，政策效应更为突出。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的实施符合我国疆域辽阔、地区发展悬殊的现实国情，其不仅涉及财

政资源的横向分配，同时也是一个涵盖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的重要话题。研究对口支援横向转

移支付对财政失衡的影响有助于深入了解财政资源分配、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等方面的关键

问题，为政府制定更具包容性与可持续性的政策提供理论指导。鉴于此，本文梳理了对口支援横

向转移支付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演进逻辑，揭示了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在不同时期与财政体制的

契合性，并总结各阶段的特征事实。而且本文从理论层面系统地诠释了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对

财政失衡的影响机理，基于 2003—2019年西部地区地级城市数据，在对纵向财政失衡和横向财

表4　区域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 量

Htp
Effort
Vtp

Econ
Den
Ind
Fix

个体FE
时间FE
常数项

观测值

R2

（1）
经济相对发达地区

VFI
-0. 357** （-2. 422）

-7. 885*** （-7. 303）
-1. 289** （-2. 130）

0. 207（0. 530）
1. 181*** （5. 260）

-1. 046*** （-3. 363）
-1. 321*** （-2. 873）

控制

控制

13. 519*** （5. 259）
1 309
0. 615

（2）

HFI
0. 124*** （4. 861）

0. 818* （1. 869）
-0. 121（-0. 473）
0. 033** （2. 606）

-0. 900*** （-4. 056）
0. 192  （0. 951）

0. 176（0. 739）
控制

控制

2. 120*** （6. 322）
1 309
0. 887

（3）
经济欠发达地区

VFI
-0. 262* （-1. 736）

-8. 350*** （-7. 479）
-1. 645*** （-2. 884）

0. 283（0. 767）
1. 254*** （4. 780）

-1. 036*** （-3. 111）
-1. 322*** （-2. 939）

控制

控制

13. 189*** （5. 257）
1 275
0. 598

（4）

HFI
0. 091*** （4. 767）

0. 827* （1. 882）
-0. 098（-0. 434）
0. 032** （2. 273）

-0. 917*** （-3. 708）
0. 158（0. 823）

0. 292* （1. 721）
控制

控制

2. 184*** （6. 503）
1 275
0. 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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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失衡进行测度的基础上，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矫正财政失衡的有

效性。研究发现：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显著降低了纵向财政失衡。并且，欠发达地区在接受对

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后人均财力水平提高，横向财政失衡程度有所缓解，与横向转移支付理论意

义上的财政均衡目标相契合。同时，受政策环境和实施条件的制约，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对财

政失衡的矫正作用具有区域异质性，与经济欠发达地区相比，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在经济相对

发达地区的政策效应更强。基于上述研究结论，笔者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重视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的制度建设，通过科学设计与完善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

制度发挥其对财政失衡的矫正功效。有鉴于其矫正财政失衡的积极效果，应当按照循序渐进的原

则，考虑逐步将其纳入现行转移支付体系，既是补充纵向转移支付、建设现代财政制度的一项重

要内容，也是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的现实举措。

第二，优化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的资金分配与绩效考核。在财政资金分配环节，应从“基

数法”向“因素法”转变，综合考虑经济状况、财力水平、人口规模与结构等因素科学核定受援

地的资金需求量以及支援地的转移支付贡献额，使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逐步由临时性举措转变

为规范化的长期性财政制度。同时，将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资金绩效考核结果作为下一年度项

目安排以及资金计划的重要依据。设置包含投入和产出两个方面的综合性评价指标体系，投入方

面包括：财政援助资金数量及增长比例、财政援助资金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例、财政援助资金

向贫困地区倾斜程度等；产出方面包括：贫困人口脱贫数、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改善程度、

群众满意度等。从而避免财政援助资金的浪费，有效补充受援地政府履行公共服务支出责任的财

力需求，降低纵向财政失衡。

第三，鼓励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结对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创新帮扶机制。从异质性分析可以

发现，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在经济状况不同的地区政策效果存在差异。这也在客观上要求支援

地政府在财政援助资金投入方面要因时因地而变，避免政策工具的同质化。要充分考虑支援地、

受援地资源禀赋与需求，鼓励受援地主动寻求与发达地区的合作，发挥欠发达地区政府的主观能

动性，实现援助对象精准化、援助方式多元化。只有不断增强欠发达地区内生可持续发展能力，

才能从根本上促进财政均衡，实现居民福祉的横向公平。

第四，加快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相关配套措施的同步调整调适。例如，加强对口支援横向

转移支付中财政以及与之相关的数据统计及公示工作。完善的数据统计及公示是开展科学研究与

改进决策的重要基石。我国大量的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内容以零星分散的政策文件和简短报告

形式分布在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因此，可参照一般公共预算统计形式，立足实际，重点反映对口

支援横向转移支付总体投入情况、财政援助资金使用领域，数据发布应通过单位门户网站、数据

库等平台向社会公开。完善财政数据的统计与公示不仅有助于精准把握我国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

付的发展与应用水平，也能为相关学术研究和政府决策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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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Paired-Aiding Horizontal Transfer Payment Correct Fiscal 
Imbalance? An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SUN Kai1, NIU Xiao-yan1, ZHANG Lei2

(1. School of Public Finance and Taxation,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alian 116025, China;
2.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Dalian 116025, China)

Summary： Paired-aiding horizontal transfer payment is a policy tool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at regulates fiscal 
relations between governments at the same level， and has outstanding advantages in correcting fiscal imbalance. Research 
on transfer payment and fiscal imbalance in the academia mainly focuses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vertical transfer payment 
and fiscal imbalance. However， there are few achievements in exploring the impact of paired-aiding horizontal transfer 
payment on fiscal imbalance by focusing on the function of paired-aiding horizontal transfer payment. Previous studies have 
only conducted qualitative discussions from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but there is a lack of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paired-aiding horizontal transfer payment on fiscal imbalance.

This paper first review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evolutionary logic of the paired-aiding horizontal transfer 
payment. It reveals the compatibility between paired-aiding horizontal transfer payment and the financial system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summarizes facts and features of each stage. Secondly， from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it systematically 
interprets and summarizes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paired-aiding horizontal transfer payment on fiscal imbalance. Given 
that existing literature mostly explores fiscal imbalance from a single vertical or horizontal dimension， this paper will 
incorporate both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fiscal imbalance into the study. Using data from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the 
western region from 2003 to 2019， this paper measures fiscal imbalance from both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dimensions， and 
empirically tests the effectiveness of paired-aiding horizontal transfer payment in correcting fiscal imbalance using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paired-aiding horizontal transfer payment is beneficial for 
reducing vertical fiscal imbalance; after receiving paired-aiding horizontal transfer payment， the per capita financial 
resources in underdeveloped areas has increased， and horizontal fiscal imbalance has been alleviated. After conducting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this conclusion still holds. This paper further analyzes the different impacts of paired-aiding 
horizontal transfer payment on fiscal imbal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It is found that 
compared with regions with weak economic foundations， the policy effect of paired-aiding horizontal transfer payment is 
stronger in regions with relatively developed economic conditions.

This paper not only provides new evidence for the functional research of paired-aiding horizontal transfer payment， 
but also provides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Chinese-style horizontal transfer payment system， 
which contributes to the adjustment and improvement of relevant policies.
Key words：paired-aiding； horizontal transfer payment； fiscal imbalance；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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